
 

 1 

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1
 

——以上海1446 份农民工调查样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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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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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农民工有序、平稳、持续地向城镇集聚是我国城镇化推进的必然环节，而城镇就业满意度是影响

农民工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基于上海1446 份农民工调查样本数据和工作满意度理论，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

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表明: 目前，样本农民工对整体就业评价偏向于“比较满意”。其中，农民工对“收入水

平”最不满意，其次是“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最满意的是“社会治安”。但就影响的显著性来看，对总体

就业满意度影响最为显著的是“工作环境”，最不显著的是“居住环境”。研究同时发现，性别、年龄、教育水平

等异质性使得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该研究对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及城镇化道路的实现，具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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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78 年以来，始于农村的改革给中国农村经济乃至整体经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

持续进城务工，形成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对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钊和陆铭，2008; 蔡昉，2010) 。

纵观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历史轨迹和演变趋势，无论是“民工潮”，还是“民工荒”; 无论是“招工难”，还是“找工难”，都

给经济发展或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农民工问题， 2004 － 2013 年，连续10 个涉农“一号文件”都

对农民工就业问题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党的十八大又进一步把城镇化作为未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手段，并将农民

工市民化作为中国城镇化推进的基本战略，从而将“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农

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城镇化推进的必然环节，而城镇就业满意度是影响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黄祖辉等，2004; 李永友和徐楠，

2011) 。 

对于农民工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问题，国外学者们一致认识到城镇就业满意度对于农民工迁移的重要性，并对其影响

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部分学者关注了经济因素对农民工城镇就业选择及满意度的影响。例如: Knight ＆ Yueh( 2004)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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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的情况，强调了收入对农民工的就业选择的重要性，并描述了农民工就业行为的某些特征。Raa ＆ Haoran( 2005) 建立

了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的障碍因素，特别是考察了城镇资本、农民工工资等因素对农民工城镇就业行为的

影响。但更多的学者关注于非经济因素。Erman 等( 2002) 研究了性别因素对农民工城镇务工行为的作用，认为男性对城镇就

业更为适应。Ahituv 和Kimhi( 2002) 的研究表明，农民工对户口与社会保障等制度因素的满意程度会对农民工就业有显著影

响。Majunmdar 等( 2004) 、Démurger 等( 2009) 强调了城镇歧视导致的不满意感是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的重要障碍，认为“社

会歧视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巨大，会对农民工形成心理困扰并产生不好的就业行为”。Goodburn( 2009) 关注了农民工的

子女教育问题，认为生活在城镇的农民工子女，面临心理健康等很多不利因素，成为影响其就业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Cross( 2008) 、Yao( 2010) 等研究了农民工的健康问题，认为健康是农民工面临的重要问题。Mancinelli( 2010) 研究了教

育、声誉或网络对于农民工城镇就业行为的重要影响，认为教育对于农民工就业行为的作用最为显著。Knight ＆

Gunatilaka( 2010) 的研究表明，进城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比纯农村人口和城市本地居民都要低，并认为，市民化等融入

城市行为可以给农民工带来“幸福感”，“幸福感”会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性。Nielsen 等( 2010) 使用个人福利指数( PWI) 

研究了福建省进城农民工的幸福感，并从生活标准、个人健康、人生成就、人际关系、人身安全、社区联系和未来安全等7 个

市民化指标测量了农民工城镇就业的满意度。和国外已有研究相比，国内的相关研究很不充分，且十分零散。程名望等( 2006) 

较早认识到城镇因素对于农民工转移决策的主导作用，提出“城镇拉力是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的核心因素”的观点。孙永正( 2006) 

研究证实了较低层次的基本需求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根本影响。薛翔( 2007) 对湖南、浙江和黑龙江三省的调查数据显示，

外部报酬多少、技能培训情况、打工距离及其他因素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比较显著。许涛( 2008) 构建了4 个影响农民

工工作满意度的模型，结果显示教育状况、工作环境中的安全状况、劳动强度、工伤保险和自我认知状况等会显著影响工作满

意度。刘辉( 2007) 对转型期农民工工作满意度进行研究，发现农民工队伍的构成发生了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凸现其工作

特点，企业对其管理应更科学化和人性化。赵智晶、吴秀敏等( 2010) 基于成都市266 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建立了新

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测量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工作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解释能力下降，劳动时间和工

作环境对其影响能力上升。钱文荣和张黎莉( 2009) 对杭州、宁波、温州三地农民工的研究发现，家庭对工作产生的促进和工

作对家庭产生的促进均与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文书和Smyth( 2010) 利用2005 年全国12 个城市的大样本调查数据，

通过研究进城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决定因素发现，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是进城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程名望等

( 2011) 以上海1446 份调查问卷为基础的实证分析表明: 劳动保护、工作福利和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城镇就业行为及其满意度的

影响比较显著。 

结合以上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基于上海1446 份农民工调查样本数据，结合工作满意度理论，采用因子分析和计量模型考

察了城镇农民工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系列提高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政策性建议。该研究对于我国农民工市民

化及城镇化道路的实现，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数据来源与特征 

为了对农民工在沪生存状态与就业状况有一个全面了解， 2009 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开展了一项以外来农民工为对

象的实地调查。调查涉及农民工在沪的居住与出行、就业与子女教育、生活消费与城市认同以及相关政策执行等六个方面，共

获取有效样本1446 个。调查覆盖上海全部的中心城区和郊区，其中32． 78% 来自中心城区，67． 22% 来自郊区。从性别分布

看，男性占60． 58%，女性占39． 42%。从年龄分布看( 图1) ，样本整体呈正态分布，其中年龄最大为62 岁，最小为16 岁，

平均年龄31． 80 岁; 从文化程度分布看( 图2) ，样本也呈现正态分布，小学及以下学历者占12． 93%，初中占49． 31%，高

中占17． 29%，中专及以上占20． 47%。从来源地分布看，来源地涉及27 个省( 市区) ，其中样本集中度超过20% 的省有两个，

一是安徽，占27． 04%，二是江苏，占20． 54%。从以上样本特征分布看，该样本数据具有较好的统计学特征，适合进行统计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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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总体就业满意度评价 

总体就业满意度评价及其比例分布见表1。在均值分析中，量表为5 级评分法，根据李克特( Likert) 量表的方式对变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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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量，将“非常满意”、“比较满意”、“感觉一般”、“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分别赋值为“1”、“2”、“3”、“4”、

“5”。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 71，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3 分为中间状态即理论中值，由于该分析是逆向赋值，

小于3 分为满意状态，大于3 分为不满意状态。就就业满意度整体状况来看，样本农民工城镇就业整体满意度均值为2． 15，

小于理论中值3，这表明样本农民工对整体就业评价偏向于“比较满意”。就比例分布看，“比较满意”的比例最高，为55． 3%; 

其次是“感觉一般”，为28． 0%; 最低的是“很不满意”，仅仅为0． 1%。由此可见，随着国家对农民工问题的日益重视以及

系列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农民工城镇就业环境和条件日益改善，其就业满意度显著提高，特别是“很不满意”的比例极低。 

( 二) 结构性满意度评价及分析 

根据调查问卷，对于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细分了城镇工作环境、居住环境、社会治安、收入水平满意度评价4 个结构

变量。4 个结构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 － 1。就表2 － 1 的结果来看，在满意度评价的4 个结构变量中，得分最高的是“收

入水平”，为2． 84 分; 其次是“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分别为2． 63 分和2． 29 分; 最低是“社会治安”，为2． 26 

分。就比例分布看，“非常满意”比例最高的是“社会治安”( 15． 7%) ，“比较满意”比例最高的是“社会治安”( 15． 7%) ，

“感觉一般”比例最高的是“工作环境”( 54． 2%) ，“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比例最高的均是“收入水平”，其比例分

别为14． 6%和4． 2%。因此，该实证分析表明，在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构成要素中，目前农民工对“收入水平”最不满意，

其次是“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最满意的是“社会治安”。 

 

( 三) 个体异质性与满意度评价 

以上的分析是总体分析，基于农民工个体异质性的深入分析，将有利于对不同特性农民工的城镇就业满意度做出更清晰的

认识。分析结果见表2 － 2。 

就样本个性特征看，性别间的评分有差异，男性农民工给出的分值明显低于女性，但在居住环境方面，女性的评价分值则

要低于男性。这表明，男性农民工就业满意度总体高于女性。年龄间的评分也有差异，总体看，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给出

的满意度分值呈明显下降趋势，说明年纪越大，农民工就业满意度越高。文化程度间的评分同样存在差异，总体看，随着样本

文化程度的提高，给出的各项评分呈现一种以小学文化程度为峰点的上升趋势，说明教育水平太低和太高的两端农民工城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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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满意度较低。特别是在全部测评项目中，收入水平一项在中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中较高，这意味着拥有较高学历的农民工在

沪就业对收入水平满意度是一种不及格状态。 

就8 个主要农民工来源地看，来自浙江的农民工给出的满意度评价是最高的，而最低的是来自河南的农民工样本。就各具

体单项评分来看: 工作环境江西农民工给出最高，居住环境河南农民工给出最高，社会治安江苏和安徽农民工给出最高，收入

水平湖北农民工给出最高。这表明，不同来源地的农民工，对于城镇就业满意度有不同的评价。总的来看，靠近上海的浙江、

江苏、安徽一带的农民工在沪务工的满意度较高。 

就居住地比较看，居住在城区的农民工的总体满意度相对较高。工作环境、居住环境以及收入水平等单项评分中居住在郊

区的给出分值明显低于城区，而社会治安的评分，城区低于郊区。这表明，不同居住地的农民工，对于城镇就业满意的评价有

一定差异，城区农民工的满意度总体高于郊区。 

四、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以上分析均是基于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评价的统计性描述分析，要找出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规律性影响因素，需要

做出进一步的因子分析和计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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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因子分析 

问卷共选取了工作环境、居住环境、社会治安、收入水平4 个结构变量，但这4 个结构变量是否能较好的反应了农民工城

镇就业满意度，从统计学视角看，需要做因子分析。具体来看，需要做2个检验，一是这4 个变量和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相

关性; 二是这4 个变量是否是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核心影响变量。第一个检验，需要做皮尔森相关性分析( Pearson 

Correlation) ; 第二个检验，需要做KMO( Kaiser-Meyer-Olkin) 检验和Bartlett(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检验。 

1． 皮尔森相关性检验分析 

皮尔森相关性分析表明( 表3) ，工作环境、居住环境、社会治安、收入水平四个变量与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相关性都

十分显著，单尾检验( 1 － tailed) 均在1%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其中，工作环境的相关性最为显著，皮尔森相关性为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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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收入水平和社会治安，最后是居住环境，其皮尔森相关性分别为0． 34、0． 33 和0． 31。同时，4个结构变量之间也

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单尾检验( 1 － tailed) 也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其中，显著性最高的是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之间，

其皮尔森相关性为0． 40; 最低的是居住环境和社会治安之间，其皮尔森相关性为0． 23。该结果较好的表明，首先，4个结构

变量和总变量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对于结构变量的分析能较好的反应总变量的特征和变化趋势。其次，结构变量之间的显著

相关则表明，影响总变量的因素比较复杂，其结构变量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需要进一步通过计量分析做出辨析和分解。 

 

2． KMO 检验和Bartlett 检验分析 

KMO 检验和Bartlett 检验是确定问卷数据是否适合用于因子分析所采用的主要统计学方法。通过对满意度评价的四个结构

因素( 工作环境、居住环境、社会治安和收入水平) 进行KMO 检验和Bartlett 检验，能较好的判断这四个结构因素对总体满意

度的代表性和适合性程度。KMO 检验和Bartlett 检验结果如表4 所示。在表3 中，KMO 检验值为0． 714; 同时，Bartlett 检

验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 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 01，因此在1% 显著性水平上拒绝Bart1ett 球度检验的零假设。该结果说明

4 个结构变量是能够对农民工就业满意度进行良好解释的因子。 

 

( 二) 计量分析与验证 

在相关性分析、以及KMO 检验和Bartlett 检验的基础上，已经得出结论: 工作环境、居住环境、社会治安和收入水平4 个

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核心因子( 因素) 。但这4 个核心因子，哪个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影响最显著，需

要进一步做出计量分析。以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 Y) 为被解释变量，工作环境( work) 、居住环境( live) 、社会治安( safe) 

和收入水平( earn)4 个因素为核心解释变量，加入个性特征控制变量，包括: 性别( gender) 、年龄( age) 、文化程度( edu) 、

婚姻状况( marrige) 和健康状况( health) ，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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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β0 + β1work + β2 live + β3 safe + β4 earn + β5gender + β6age + β7 edu + β8marrige + β9health + μ 

在该模型中，μ 表示随机误差项。 

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模型的F 值较大( 68． 5435) ，表示所建立的模型整体上具有很强的显著性，R － squared 的

值为0． 3005，一方面说明了该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另一方面说明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 Y) 的因素十分复杂，还有

一些因素没有被本模型考虑到。就解释变量的显著性看: 

1． 4 个核心变量的系数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所选定的4 个结构性变量是影响农 

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其中，显著性最强的是“工作环境”，其次是“社会治安”和“收 

入水平”，最后是“居住环境”。首先，工作环境是目前影响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第一因素。农民工进城，工作是其首

要目标和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工作环境是否优良，工作是否顺心，必然是影响其满意度的核心因素。例如: 在调查中，工作

时间是否能忍受、工作中是否被歧视、工资是否能否按时发放、对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适应性等系列基于工作环境的因素，

都被调查者高度关注。其次，居住环境在4 个结构性因素中显著性最低表明，农民工对于城镇居住环境的要求并不高，对于较

恶劣的居住环境有较高的容忍度，只要“有地方住”，他们就知足了。 

2． 在5 个基于个性特征的控制变量中，除了健康状况外，其余4 个变量均在5% 或1%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具体来看，年

龄较大、学历越高、女性比男性、已婚比未婚的农民工，就业满意度较低。该结论和Clark 等( 2008) 的研究一致; 而与高文

书和Smyth( 2010) 的研究结论差异较大，高文书和Smyth 的研究表明，除了健康以外，教育、性别、婚姻等变量对农民工城镇

就业和生活的满意度均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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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评述 

2004 － 2013 年，连续10 个“一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而“三农”问题的根本解

决和城镇化战略的根本实现，离不开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顺畅转移，特别是从“候鸟式”的转移到“生根式”的

迁移。本文从城镇就业满意度的视角研究了城镇因素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 首先，目前农民工对整体就业评价

偏向于“比较满意”。其中，农民工对“收入水平”最不满意，其次是“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最满意的是“社会治安”。

但就影响的显著性来看，对总体就业满意度影响最为显著的是“工作环境”，最不显著的是“居住环境”。这表明，目前，影

响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既有工资收入等物质因素，也有居住环境、社会治安等非物质因素。但比较而言，物质因素更为显

著，工资收入等物质因素还是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核心因素。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农民工

对城镇就业的要求总体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物质需求是其第一需求。因此，“民工荒”的出现，可能是企业受到成本约束

而不能很好的满足农民工的物质需求引致的。于是，城镇要应对“民工荒”，要更好的吸引农民工，关键还是要满足农民工的

物质需求，给予农民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例如城镇企业要提供给农民工以较高的工资水平。同时，城镇相关部门也要关注

农民工在城镇的生存状态，注重完善和调整针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政策，特别是在工作环境、居住环境方面给予更好的改善，

以适应进城农民工的要求。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收入水平是农民工城镇就业最不满意的因素，因此，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是提高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核心途径之一。

首先，考虑到目前女性农民工收入水平显著低于男性农民工，且女性具有一定的弱势性，所以要特别要注重提高女性农民工的

收入水平。其次，提高城镇农民工就业满意度不能仅仅局限于提高农民工工资，还应该关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按时支

付农民工工资，使农民工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相适应等综合因素。最后，考虑到农民工会理性的通过与他人比较或根据是否达

到自己的预期来衡量收入水平，以此确认收入水平满意度，因此，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满意度还要兼顾公平，要尽量缩小农

民工之间的收入差距，防止收入差距扩大化。 

2． 工作环境是最显著的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因素，因此，改善农民工的工作环境，是提高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

另外一条核心途径。对于工作环境，既要保证农民工的人身安全、工资支付，还要关注其身心愉悦; 例如避免超负荷的工作时

间、提供较好的劳动保护和工作福利等。以工作时间为例，从本次调查的结果看，在沪农民工2009 年平均周工作日达到5． 61 

天，日工作时达到8． 84 小时，分别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标准高出12． 23% 和10． 50%。该数据表明，目前

农民工面临着并不友好的工作环境。 

3． 本文的研究同时表明，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异质性使得农民工的城镇就业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促进农村

劳动力永久性迁移到城镇，需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劳动力总体素质，增加其

在城镇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将有利于其更好地在城镇就业。长期以来，政府部分对教育的投资严重不足，且教育投资一直

向城镇倾斜，导致农村的基础教育严重滞后，影响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加剧了农村的贫困( 陈钊和陆铭，2008) 。

因此，必须重视农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问题，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基础教育办学模式，不断改善农村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

以教育为突破点，随着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其城市就业和生存能力不断增强，将促进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和城镇化

目标的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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